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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科学，加紧研究，对于公共卫生  应如何竭力改良，以及其他近代化的事情，应如何赶快进

行。这里面固然有些事情为财力所限制，但如果本着穷干苦干的精神，也未始不能找着相当的办

法，这又是其一。因为汉人占着各部族老大哥的地位，固然负不小责任，但是一切改革，由外铄

者难为功。由自动者易为力。还希望各部族中的明达人士，积极工作勿惮烦难，始有成功的希望。

前几天，报上载一篇旅行家的游记，略说，一次走到苗村，一个很喜欢听无线电的苗民，问他电

台有福建及广东的广播，为什么没有苗语的广播？他这位先生当时异常地窘，只好撒一句谎，说

也有苗语广播，不过不在今天，这样的答法虽然可混过一时，归结谎证出来以后，还是很糟。实

在的情形，是汉人精通苗语，能胜广播的责任者，简直不见得有。作广播的人需要相当丰富的常

识，苗民中能胜任者，恐怕也不见得多。广东及福建的广播，大约全是他们本省人自己担任。如

果苗民中有胜任愉快的人员建议中央广播电台，添设苗语广播，想来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少数部族中明达人士，喜欢听广播，是一件很好的现象。增加各种语言广播是我们大家应该努力

做到的事情。很希望大家，尤其是各部族的先达，加紧努力。读鲁格夫尔君的来书，他的常识，

似有相当的充实。希望其认清路线，加紧努力。至于他所抗议的“黄帝子孙”的话头，固然不够

科学，应该避免，但是他所自署的三苗子孙，不科学的程度，也完全一样，果当日三苗民族处于

两湖，那么必不是伍员，屈原，许行，陈良，蒋琬，曾国藩诸人的祖先，鲁格夫尔君的远处云南，

也未必有直属的关系。总之，这些话均不可谈。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大家仍是故步自封，

不向近代化的共同目标，加紧努力，无论属于何种部族，以及何人为祖先，全得糟糕。希望大家

认清这一点，互相提携，加紧努力才好。 

二八、六、十。 

 

 

【论  文】 

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 
        ——读顾颉刚《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后 

重庆《中苏文化》6卷 1期（1940 年 4月 5日） 

 

翦伯赞 

 

一、 

 

在目前中华民族正以其伟大无比的活力，开创着自己的历史以及世界史之新的纪元。两年又

八个月的革命战争，已经把自己变成世界史巨大变革过程中的一个主动的和决定的力量。新的历

史条件给予中华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前锋任务，而中华民族之主观的斗争，又正在把新的历史条件

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客观趋向与行动的人类的主观斗争之统一，假

如从目前正在变革的世界中抽出了中华民族或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则世界革命的形势必然不能

表现为今日之高涨。因此，我们如果要理解现在的中国，理解现在的世界，对于这一正在行动中

的中华民族之理解，是一个必要的关键。 

关于这一问题，在一年前已由顾颉刚先生提出并且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可惜我对于这些讨

论的文章，始终没有看见，一直到最近我才读到顾先生《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的续稿（见

去年 5 月 29 日《益世报》“边疆”附刊），这虽然只是顾先生大作的一部分，但因为是他的结论，

所以能使我们充分地看出他对于民族一般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个见解。 

顾先生把中华民族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我认为在今日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当时的论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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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关于抽象的形式问题如名词的讨论。把论争的焦点转向问题的侧面，而不曾把中华民族与其现

实的斗争关联起来，作统一的生动的研究，以至问题并不曾得到正确的解决。当着新的帝国主义

战争与世界革命交织的今日，民族主义，一方面成为弱小民族革命的旗帜；另一方面，又成为法

西斯匪徒侵略的假借。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固然彻底地解放了全俄罗斯所有的被压迫

的诸少数民族，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之下，固然展开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战争；然而在另一方面，

希特勒的种族学说却使东欧诸民族走向奴隶与灭亡的前途。正因为革命的民族主义，在今日被反

动的法西斯匪徒所篡夺，用以为辩护其反对有文化的民族之敌对行为，用以为辩护其对他民族之

侵略奴役与剿灭的行为，用以为辩护其一切非道德与反人性的无耻的行为，所以我们对于民族问

题的理解，必须不要放松这一些站在我们民族解放斗争对面的敌人的理论，更不要使我们的理论

有被敌人利用的可能。中华民族在今日，是一个在历史中行动的民族，是一个在革命战斗中的民

族，只有从行动中，从革命战斗中，才能理解这个民族的伟大。自然，我们不是用一些谎言与夸

大，把自己的民族描写为一种天生的‘神圣的华胄’，而是要依据具体的客观事实，科学地去理

解这个民族。因此我想在这里提出几点意见和顾先生商榷。 

二、 

首先，我想谈到顾先生的命题——中华民族是一个。因为这是他对中华民族认识的出发点，

也是他最后的结论。我以为问题这样的提出似乎就太不正确，因而对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答复，

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一命题，就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与客观的事

实是相背离的。显然顾先生曾经声明，他“并不是摆了大民族的架子，想压倒他们（中国国内诸

少数民族）。”但是诚如顾先生所云：“或者要使人听了，以为这又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想消灭

边民的文化了。” 

顾先生为什么要把问题这样提出？据他自己说:“在上一次信里，我说明了我所以有这种主

张的原因。我就中国目下的社会与环境的压迫需要上着想，我不忍不这样说” 。顾先生上一次

信的内容，我们不知其详，但自此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其所以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倒不是

认定在客观的事实上真真如此，而只是他主观上“不忍不这样说”。换言之，他认为“中国目下

的社会与环境的压迫”，须要这样说。其实假如顾先生想到主观的意愿并不能改变客观的真实，

则大可以不必无中生有。因为这不是主观上“忍不忍”的问题，而是客观上“存在不存在”的问

题，所以“这样说”与“不这样说”，对于客观的事实是丝毫不相干的。假如在客观上中国存在

着许多少数民族，用顾先生的话存在着许多“边民”或“中华民族之后进者”，则顾先生在主观

上虽不忍说出来，他们依然是存在的。反之如果在客观事实上中国并没有诸少数民族之存在，则

任何挑拨离间者也不能用主观的恶意把一个民族分化为几个民族。 

不错，“中国目下的社会与环境压迫”是需要国内各民族的统一与团结，但我们所需要的统

一与团结，是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并且要实现这种现实的统一与团结，也不仅就如顾先生所云：

“我们应当用了团结的理论来唤起他们的民族情绪，使他们知道世界上最爱他们的，莫过于和他

们同居数千年的汉人。”而是要“和他们同居数千年的汉人”给他们以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

独立与自由之发展，建立民族间的伟大而深厚的友谊；换言之，用现实的共同的利益代替空洞的

“团结的理论”，以唤起他们的“民族情绪”，而且也只有这样，“民族情绪”才能唤起。 

“团结”不是“消灭”，“团结”是某些具有一定特征的民族之自由平等的结合。因此，“团

结”不但不应否定其他民族之存在，并且应该扶助他们的独立自由之发展。只有法西斯的“种族

学说”，才鼓吹一种妄自尊大的民族偏狭性，把自己的民族，当作“天生的”优等民族，而把其

他民族当作天生的“奴种”，因此他们有权奴役其他的民族，在“团结”的美名之下，用经济的、

政治的、文化的，乃至暴力的方法，去遂其消灭其他民族的无人道的企图。希特勒就在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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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团结的口号之下，进行对东欧民族之剿灭化。日本法西斯也正在利用“同文同种”的口号，

进行对中华民族之消灭。我们是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对于这种作为民族抑压的工具之理论，应该

加以无情的打击，我们绝不应该把这一套反动的理论翻译到中国来。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指示我

们，我们的民族革命，是对外，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对内，使各少数民族都能得独立自由之发展。

因为站在国内，汉族固然是统治的民族，而站在国际，则汉族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同为被压迫的

民族。我们所怕的，不是各民族的独立自由之发展，而是不能在同一历史任务之下，统一团结起

来。因此我们民族学者的任务，也不在于回忆过去大汉族主义的光荣，不在于制造一些欺蒙的理

论，而在于以最大的真诚，以兄弟的友爱，以现实的利害，用革命与战斗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

旗帜之下的把国内各民族真真的团结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犹之俄

罗斯诸民族在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之下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社会主义社会一样。 

三、 

关于什么是民族？顾先生认为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把造成民族的力量分为血统生

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五项是采用欧美学者的旧说。现在欧美流行的新说，则为 Anthur N. 

holcomb 及 Emile Dnkheim 二人关于民族所下的定义。前者认为，“民族是具有共同民族意识和情

绪的人群”；后者认为，“一个有团结情绪的人群，能同安乐，共患难的就是一个民族。”顾先生

是反对旧说赞成新说的。所以他说： 

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强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他和

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但民族的基础，决不建筑在言语文化及体质上，因

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 

所以‘语言、文化、及体质’都不是构成民族的条件，构成民族的主要条件只是一个‘团

结的情绪’。民族的构成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个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

仰、经济利益、皮肤颜色，这样那样，尽管不同，彼此间的冲突也尽管不免，但他们对于自

己的民族俱抱同样爱护之情，一旦遇到外侮，大家便放下了私争，而准备公斗，这便是民族

意识的表现。 

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先生对于民族的理解，犯了一些极幼稚的错误，而且这些错

误，对于中国目前正在坚决执行中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可能引起有害的影响的。 

第一，他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起来，并且把“民族意识”当作“民族”。所以他

认为民族是一种“心理想象”或“团结的情绪”，“是精神的、非物质的；是主观的，非客观的。”

一言以蔽之，“是凭了人们的意识而造成的。”他与一切具体的客观的条件都不相干，民族的本身

也不是具体的东西。这样他把活生生的行动的人类集团，抽象为一种“情绪”“精神”或“意识”。

把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类集团，舍去他的具体性，舍去他的客观实在性，而只剩下一种“心理想

象”或“人类的幽灵”。于是他所谓民族，不但不是一种活的行动的人类集团，而且也不是一种

客观上存在着的具体的人类集团，而是一种主观上幻想的视而不见的抽象的观念，一种神秘的，

不可捉摸的，和死气沉沉的东西了。一言以蔽之，顾先生的所谓民族，既没有他的物质基础，也

没有他的客观存在，只是一种主观的意识。然而我们知道：“所谓民族，这首先他是个人们的集

团，一定的人们的集团。……民族是历史上结合而成的一个有共同言语，有共同领土，有共同经

济联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固定集团……只有一切特征完全具备的时候，才

算是一个民族。”顾先生否定构成一切民族的特征，并且否定民族之客观的存在或具体性，只承

认是一种“团结的情绪”，而且这样的团结的情绪“与‘言语’‘文化’经济利益”“皮肤颜色”

“宗教信仰”等都不相干，也不被制限于“共同领土”。这样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则德意日，

应该是一个民族，因为虽然他们没有共同的领土，虽然他们的言语、文化、经济利益，皮肤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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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都不相同，但他们有一种“团结的情绪”——侵略的情绪。同样的理由，一切弱小民族，

也应该简化为一个民族，因为他们也有一种“团结的情绪”——求解放的情绪。反之在同一民族

中，却不见得情绪完全一致，比如中国目前大大小小的汉奸，如汪精卫等，他们要与日本法西斯

“团结”，难道汪精卫等汉奸，就不属于中华民族吗？但是我们只能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叛徒”，

而不能说他们不是中华民族。而且这样的理论，最容易并且实际上已被法西斯匪徒所利用，他们

正要把那些生长在不同领土中的不同言语、文化、体质与经济利益的民族，归并到自己的民族，

因为照顾先生的说法并不妨碍同为一种民族？自然顾先生之所以如此主张，他是想把中国国内的

一切不同言语、文化与体质的少数民族，消解于一个抽象的“团结的情绪”的概念之下，而观念

地造成一个中华民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中华民族也只是“一种观念的”中华民族。 

其次，顾先生把“民族意识”再度升华，而认为只是一种没有一切规定性的“团结的情绪”。

这种“团结的情绪”既没有他所从发生的物质基础，也没有他所藉以表现的具体形式。照顾先生

的意思，民族意识就是从民族意识中发生，而且用他自己表现自己。然而照我们所知道的，民族

意识首先是必须要有“一定的人类集团”做他的基础；其次，必须是这“一定的人类集团”在其

生存与发展上，有其共同的经济联系，然后才能产生出一定的民族意识。日本法西斯何尝不想把

中华民族同化于“大和民族”，然而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中华民族有其自己民族之物质基础，

只要这种物质基础存在，则由这物质基础上反映出来的民族意识，也是存在的。并且当这种意识

形成以后，他就自己变成一个相当独立的东西，即使物质基础一时消灭，他也不致即刻消灭。因

此民族意识决不是自己发生的东西，必须有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联系他才能表现为共同的利

害关系，从而表现为民族意识。 

顾先生把民族意识，解释为一种单纯的“团结的情绪”，并且以为这种情绪，不表现为任何

具体的东西，而只是表现于情绪的自身，这就无异说表现于不表现。然而照我们所知道的，所谓

民族意识，只是集体的人类之集体的思维。这种思维的形成，同结与具体的表现，必须要借助于

某些具体的东西如言语与文化，他必须体化于这些具体的东西，然后才能表达出来，然后才能彼

此传达成为一种团结的工具。假如我们否认这一些表达民族意识的具体的形式，而只认为是一种

空洞团结的情绪，则这样的情绪，是非常渺茫的。我们知道顾先生之所以把民族抽象为民族意识，

再把民族意识抽象到最高度的单纯的顶点，为的是要去掉中国国内各民族的特征与民族间的差

异，从体质到语言文化的差异，而使一切民族在这一最高度的最单纯的抽象范畴上，达到同一，

从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之正确。然而假如用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则我们大可以说

“世界只有一个民族”，因为他们都是人类，都有人类的意识。然而可惜在现实的世界上却存在

着有无数的民族。 

第二，他把民族与国家混同起来，他以为民族与国家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他把“国家的组织”

作为造成民族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们知道，国家的发生，早在几千年以前，国家发展之历史过程，

有古代国家，封建国家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而民族的形成，在狭义上言，则“是一个一定时代

的即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范畴，封建制度消灭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

结合而为一个民族过程”。顾先生把民族与国家当作同时出现的东西，同时把国家组织，当做民

族与民族意识形成的条件，这是非常可笑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国家，并没有把他们征服的旧民族

部落转化为一个民族，中世纪日耳曼人在西欧所建的封建国家，也没有把其他野蛮种族转化为一

个日耳曼民族。只有当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民族才被形成。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从封建国

家出现一直到资本主义侵入以前，中国没有民族主义，而只有种族主义——大汉族主义。任何其

他的种族都被当作“夷狄”而排斥之。民族主义在中国之第一次提出是孙中山先生。实际上，中

华民族在中山先生的历史时代也才有形成的可能，至于顾先生认为在秦以前，中华民族就已形成，

这是非常错误的。他说：“秦始皇所混一的只是几个国家；所打倒的只是几个国家里的特殊阶级。”

至于几个国家里的人民，“早就同化为一个民族，早就自己统一起来了”，这是不对的。因为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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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秦的国家，只是一个种族的国家，而不是民族的国家，秦代虽然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并没形

成统一的民族，其他的种族只能说是当作一种被征服的种族，甚至说是氏族放在秦代的统治之下。 

至于顾先生说：“倘使有统一的国家，而没有统一的民族，那么秦亡之后，中国何难复分为

战国时的七雄，也何难复分为春秋时的百二十国，也何难复分为商周之际的八百国，也何难复分

为传说中黄帝尧舜时的万国？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

自从秦汉以后虽有外患，绝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 

所以他决然肯定“中国自秦皇统一之后，朝代虽有变更，种族虽有进退，但‘一个民族’总

是一个民族。任凭外面的压力有多大，总不能把他破裂，新加入的分子，无论怎样多，也总能容

受，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遂得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这就是说，必须有统一的民

族才能建立统一的国家；反之，必须有统一的国家，才能形成统一的民族，然而他另一方面却又

说在秦皇统一之前，中国早已有了统一的民族。这样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而且诚如顾先生所云：

“地理上的中国时常不只有一个政府”，如五胡十六国及五代十国之类。顾先生对这一类的历史

事实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这“多半为外力侵略的结果，小部分则是军阀的割据。然正因为中

华民族早达到充足的 Nationhood，政治的力量甚大，所以阻碍统一的武力稍稍衰微时，人民即来

打倒这分化的不自然的局面。假使不然，可以长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中国早就分离破碎不成

为一个民族了”。在这里可知顾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是外族入侵或军阀割据，这并不妨

碍中华民族之仍为统一的民族。反之，你如果“永久分立，又有其安定性”，则统一民族就必然

破裂。因而照顾先生的意思，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就是民族的统一与分裂。所以他说：“中国的

‘国’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才是恰恰相当的”。这样的理论如果是正确的，则统一的大英帝国，

则早已形成一个统一的大英民族，而这一民族是应该包括各种言语不同，文化不同，与体质不同

的民族。假如印度人民要进行解放运动，他们便是民族的叛徒了。反之如果中国东四省及华北的

人民，在日本统治之下长久的安定下去，他们也就会有变成大和民族的前途了。因此我以为这样

的理论，对于中华民族斗争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顾先生把民族混合与民族消灭混为一谈。他以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外族加入汉族，

而没有汉族加入外族的。所以在各民族的混合的历史过程中，汉族就“如像雪球这样，越滚越大，

遂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民族”。反之其他各民族，则在混合的过程中消逝了。实际上，民族

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在混合过程中，外族固然有加入汉族的，同时汉族也有加入

外族的。不是所有的外族，一与汉族接触他便消灭了，他便被同化于汉族了。即便汉族的文化在

中国乃至在东方都是领导的文化，但是他只能给予各民族以影响。正如印度文化深入中国、日本

乃至东方各国，他并没有把中国人、日本人和其他东方国人变为印度人是一样的。在中国历史上，

有不断的外族入侵，如五胡的匈奴、羯、氐、羌、鲜卑，南北期的拓跋，宋代的辽、金，蒙古人

在中国所建立的大元帝国，女真族在中国所建立的大清帝国。同时也有不断的向外扩张，如汉武

之北击匈奴，唐代与西域诸国乃至中亚及印度之交通。随着元代之大征服，中国人也有远征到东

欧的；明代与南洋的交通，中国人的足迹所至，已达到今日之苏门答腊、爪哇等三十余国。这些

中国人当然也有被同化于外族的。总而言之，所谓民族的混合不是片面的，而是相互的。所以一

直到今日，在中国的境内除汉族之外还存在着满蒙回藏苗……等少数民族，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

事实。 

第四，顾先生对种族与民族的解释也犯了一些错误。他以为种族与民族的区别，就在前者为

“纯合的血统”，后者则为“混合的血统”。他依据这样的理由认定汉族是一民族，而满蒙回藏

苗……则是一些种族。他说： 

我现在要问，汉人能成为民族，在血统上有根据吗？如果有根据可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纯

粹的血统，而是已含满蒙回藏苗的血液的，那么他就是一个民族，而不是种族。他是中华民

族之先进者。现存的满蒙回藏苗……便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他们既是中华民族之后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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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他们和外边隔绝的时候，就是能称之为种族，而不能称之为民族。 

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中不但没有纯粹血统的“民族”，而且也没有纯粹的血统。“种族”，

只有在希特勒法西斯的“种族学说”中，才有纯粹血统的日耳曼种族。这是一种“高贵的”种族，

是一种有权侵略奴役和剿灭其他民族的种族。实际上，这种种族学说只是法西斯匪徒的妄自尊大，

与科学的人种学是毫不相干的，在历史发展中由于战争、交换等使各种族的血液的早已混合了。

中国的汉族，实际上还不仅合着满蒙回藏苗……的血液，而且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不知混合了

若干种族的血液。顾先生认为汉族不是纯粹的血液，这是对的；但如果认为“非纯粹的血液”便

不是种族而是民族，这是不对的。因为民族是种族的变质，而是各种种族之结合，从种族到民族

不是一种生物学的原理，而是社会学的原理。并且即使如顾先生所云：“非纯粹的血液”就是民

族，而不是种族，则满蒙回藏苗……等也不是“纯粹的血液”，因为如果汉族已经混合着他们的

血液，同时也就是他们混合着汉族的，血液，他们既混合着汉族的血液，则他们也是“非纯粹的

血液”，为什么同样为“非纯粹的血液”，而汉族则为民族，他们则为种族呢？ 

关于这一点顾先生有一个直截了当的解释，他说：“因为他们尚没有达到一个 nationhood，

就不能称为一个 nationhood，他们如果要取消 nation 的资格，惟有参加在中华民族之内。既参加

在中华民族之内，则中华民族还只有一个。”我们读到这几句话，便不觉得想起顾先生在同著中

另一地方的几句话来，他曾经说，“日本人在国联中扬言中国不成立其 nationhood，所以中国不

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我们觉得这两段话，似乎没有很多的分别。 

同时，顾先生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即“边疆各地列于中国版图，最早已有二千余年（如满蒙

西域），最近的亦有五百年（如西藏），历史上既有深切的关系，文化早已交流，血液早已混合，……”

在这里顾先生为了说明“一家人总是一家人”，又把他所不要的“文化”与“体质”拿来应用了。 

第五，顾先生认为民族的形成，不是内在的经济联系，而认为是外在的政治推动，即“强邻

的压迫”。这里，他只看见现象而忽略了本质。假如顾先生再进一步追求为什么强邻压迫便可以

使民族内部团结，则即刻就可以知道是妨碍了他们共同的经济利益。比如法西斯侵略中国的战争

一开始，中国的各民族便能更巩固的团结起来，这主要的还是大家有着共同的经济利害，这种共

同的经济利害，便表现为政治的一致。假如没有共同的经济利害，即使有强邻的压迫，也不一定

能形成一个民族。因此，要使一个民族趋于巩固，不是完全依靠“强邻压迫”，而是要加强经济

联系。如果专门鼓吹“强邻压迫”是民族形成的原因，则这样的理论，正是帝国主义所需要的，

然而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不是许多民族之形成，而是许多民族被剿灭。照顾先生的说法，没有

“强邻的压迫”，民族便不能形成，这也许是不正确的罢？ 

四、 

最后，顾先生在结论上，也似乎承认在客观上中国存在着诸少数民族，而且民族与民族间，

还存在着有一些隔膜。但是他以为“现在所以闹出种种问题，并不是真正的种族问题，而只是一

个交通问题。因为交通太难了，外面的人去不了，里面的人出不来，教育推行不到，他们看见的

东西太少，容易养成狭隘的心理，……加以怀了恶心肠的人在旁边挑拨离间，自然事情愈扩愈大，

以至不可收拾而后已。”又说：“西北丛山峻岭，交通太难，心胸不广，以致演出自杀的惨剧，岂

不可痛。”在这里顾先生把一切民族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都归咎于交通不便，因而把民族问题

当作交通问题，这是有意回避现实。我以为一个真正具有“爱国情绪”的人应该不要逃避现实问

题。在中国历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的隔膜甚至冲突，是经常有的。一直到抗战以后，这种情形，

才渐渐减少。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不幸的现象之存在。我们的任务是要用正确的民族政策，去解决

这些民族间的问题，而不是把问题隐蔽起来。民族问题决不是简单的交通发达所能解决的。欧洲

的交通总算发达，然而民族间的问题依然严重。美国的交通总算发达，但他们并不能把印第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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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胸扩大，把他们同化为一个民族。因此我们以为问题并不在于“交通便不便”，也不在于“现

代化不现代化”。主要的是要承认各民族之生存乃至文化的平等关系，以兄弟的友谊相互结合，

则“自杀的惨剧”自然可以消灭，真实的民族大团结也才能实现。我们这样研究时完全遵从三民

主义。在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与讲演里，有数十处是这样教训我们的：民族主义是打民族之不平，

即对内要求各民族之平等，对外要求民族之解放。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的民族政策，是对内

实行各民族的平等联合，对外要求政治的平等。这不是“旧说”，而是新的进步的学说。中华民

族若离开经济的政治的平等概念，就否定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意义，而与三民主义相违背的。 

 

 

【信  札】 

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 

（1939 年 7 月 7 日）挡号：Ⅲ：1197 

…… 

……  先是（顾）颉刚在此为《益世报》办《边疆附刊》，弟曾规劝其在此少谈“民族”、“边

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之名词。彼乃连作两文以自明。其一，论“中国本部？一名词之不通。其

二，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即谓不要分汉、满、蒙、回、藏、苗、瑶、猓猓等）其中自有缺陷，

然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吴（文藻）使其弟子费孝通驳之，

谓中国本部一名词有其科学的根据，中华民族不能说是一个，即苗、瑶、猓猓皆是民族，一切帝

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他都接受了。颉刚于是又用心回答一万数千字之长文以申其旧说。徐虚生

又谈苗族，好些妄论，一直到了颂扬屠杀汉人之杜文秀，称赞其能民族自决，都出来了。 

欲知此事关系之重要，宜先看清此地的“民族问题”。此地之汉人，其祖先俄日纯粹汉人者，

本居少数。今日汉人在此地之能有多数乃同化之故，此一力量，即汉族之最伟大处所在，故汉族

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个民族。若论种姓，则吾辈亦岂能保无胡越血统？此等同化作用在此地本

在进行中。即如主席龙公（云），猓猓也，大官如周钟嶽，民家也，（大理一带不说汉语之部落，

汉化最深）巨绅如李根源，僰夷也。彼等皆以“中国人”自居，而不以其部落自居，此自是国家

之福。今中原避难之“学者”，来此后大在报屁股上做文，说这些地方是猓猓，这些地方是僰夷……，

更论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这些都是“民族”，有自决权，汉族不能抹视此等少数民族。更有高调，

为学问做学问，不管政治……。弟以为最可痛恨者此也。 

此地正在同化中，来了此辈“学者”，不特以此等议论对同化加以打击，而且专刺激国族分

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盖此等同化之人本讳言其渊源，今言之不已，轻则使之生气，重则使

之有分离汉人之意识，此何为者哉？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

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供这些把戏的，他

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亦贵会补助之人）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不然。

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

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 

以上所说，非推论也，有事实焉。龙主席对此事甚注意，这些文章都去看，大佩服颉刚之论

点，对这些高谈这民族、那民族者大不高兴。他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分我们。他

的这个态度，是好事，是可佩者，是与国家有利的，而此辈学者意不知此。……所以这样闹“民

族”下去，国家必得不到好处。…… 

 

                                                        
1 摘录自《傅斯年遗札》，第 1014-1017 页。 


